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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宝墩文化”于 4500 ～ 3700 年前在成都平原西南部和中部先后建造了
８座古城址，采用的两面堆土的筑城技术，城址的形状大小，一大数小的群体布局
等，都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相同，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前古城址群的三
大类型之一。宝墩古城址群时代略晚，筑城技术与设计更加规范，推测该文化可能
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其动因或许与中国古史中“迁三苗于三危”的事件有关。处
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 4800 ～ 4000 年前，主要来源于距今
5000 ～ 4800 年前从西北山区下来的“桂圆桥文化”；他们没有掌握建城技术，主要
聚居于河流沿岸，与“宝墩文化”曾共存于成都平原南北两地，文化面貌有不少相似
之处。但他们各自有一个数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在年代、地域、聚落形态、
文化因素、来源去向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他们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其主人或许分
别是蜀史传说中的“蚕丛氏蜀王”与“柏灌氏蜀王”。

关键词：宝墩文化；古城址群；三星堆一期文化；蚕丛氏；柏灌氏

Abstract：The Baodun Culture built 8 cities in southwestern and central Chengdu Plain 
during 4500 B.P. and 3700 B.P., from the technique of heaping up soil on both sides to build the 
city walls, the shapes and sizes of the sites, and the group layout containing a large city and several 
small cities, similarities can be noticed between Baodun Culture and Qujialing-Shijiahe Culture 
locate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one of the three major 
types of prehistoric city site groups in China (other than the rammed city site group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stone city site group in the north). Constructed with more normalized techniques 
and designs, the Baodun ancient city site group is slightly later, and suggests a major origin from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a possible cause related to the event of “moving 
Sanmiao to Sanwei”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first period of Sanxingdui Culture which is located in northern Chengdu Plain and dates to 
4800 to 4000 years ago, mainly stemmed from the Guiyuanqiao Culture which came down from the 
northwestern mountain areas 5000 to 4800 years ago. As they had not master the technique of city 
building, people mainly lived along the rivers and established an ultra-large central settlement with 
an area of 5 million square meters in Sanxingdui, which further developed into the “Sanxingdui 
Culture” 4000 to 3200 years ago. They were also regarded as the founding ancestors by the owner 
of the “ancient State of Shu”.

The first period of Sanxingdui Culture and the Baodun Culture used to coexist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engdu Plain, sharing many similarities in their cultural features. However, they each 
had a central settlement covering millions of square meters, with many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age, 
region, forms of settlement, cultural factors, origins and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They could be 
different cultures belonging to the “King Cancong of Shu State” and “King Baiguan of Shu 
State” respectively in the legend of Shu. 

Key Words：Baodun Culture, Ancient City Site Group, First period of Sanxingdui Culture,  
Cancong Clan,  Baiguan Clan

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
——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

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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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墩文化的来源问题，近年学术界进

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主要有东来说、［1］西来

说、［2］东西交汇说［3］三种观点。这几篇文章均

运用了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从器物特征的比较

研究入手，讲述了宝墩文化与周围文化的关系。

虽然各自的侧重点和结论有所不同，其中也有些

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但也都还是有理有据，可

以自成一家之言。

我认为第三种观点比较全面恰当一些，表明

宝墩文化可能是由多种文化因素在成都平原上

交融而成的一种新的文化。例如何锟宇、唐淼

就认为：“从宝墩文化的构成要素来看，宝墩

文化主要源于川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宝墩

文化中少量人祭坑的发现也佐证了这一判断，如

在金川刘家寨、茂县营盘山遗址中均有发现。宝

墩文化与重庆峡江地区同时段的史前文化有诸多

相似之处，关系紧密，在此不多赘述。但是，有

些器物还受到了长江中游的影响，如宝墩文化出

土的泥质陶中的敛口罐、圈足盘、圈足豆，夹砂

陶中的筒形灶或器座均与石家河文化的相似。宝

墩文化的盘口圈足尊外形酷似屈家岭文化中的陶

甑，大溪遗址第四期也发现有泥质陶盘口器，表

明四川盆地盘口圈足尊、盘口罐这一类器物当是

受到了屈家岭文化的影响。挖壕筑城、水稻种植

技术无疑源于长江中游，而宝墩文化墓葬中少量

屈肢葬和拔除上颌侧门齿的习俗也当是受到了峡

江地区甚至更东部的影响。”［4］ 

本文不再详细进行器物的比较分析，只是想

就宝墩文化一些形态特征及其来源和意义谈点看

法。因为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的特征，不只与器

物特征的来源有关，而且可能关系到族群的社会

性质、来源原因、发展方向，乃至文明程度等问

题，其中古城址群的建筑技术与布局方式、水稻

种植技术的传入途径等，可能就是这样一些带有

决定性影响的问题。本文准备从此入手，再就宝

墩文化的来源原因及相关问题，谈些个人的初步

意见。

一  宝墩古城址群的形态与特征，可能 

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先谈谈长江中游的

史前古城址情况，再来分析它们与宝墩文化古城

址群的关系。

距今约5000～4000年前,是我国史前考古学

文化中的“龙山时代”，近年在黄河和长江流域

发现了一大批古城遗址，总数已有上百处之多，

主要可分为三个大的地区类型：

一个是以内蒙中南部和陕北为中心的石砌城

墙类型，如新发现的石峁古城，就可能是一个早

期国家的都邑；

一个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夯筑城墙类

型，后来成为中原地区各时代城址的主体形式；

第三种就是以长江中游为中心的堆筑城墙类

型，如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古城址群等，具

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5］

近几十年间，长江中游发现的史前古城址

数量不断增多，何介钧2004年统计：“到目前为

止，长江中游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已确知

的史前古城有九座之多”；［6］万娇在2017年的

统计：“长江中游目前发现并确认史前古城共

15座”；［7］最近《人民日报》载文报导：“迄

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己发现屈家岭文化古城近20

处”。［8］这里主要根据何介钧和万娇的文章做

些介绍（图一）。

长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自身具有一些显著

的地域特征，首先，它们都采用的是堆筑城墙的

方法，堆土拍打而成，与夯筑城墙、石砌城墙，

以及良渚古城的草包泥筑城法都有很大差异。其

次，这些城址大多有城壕和水门，共同构成了

此类古城的三大重要特征。［9］第三，这一组古

城址群时代较早，延续时间较长，始建年代从大

溪文化一期开始（彭头山古城，不晚于距今6000

年），在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5300～4600年）

兴建最多，到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4600～4000

年）仍有新建，发展脉络清楚，具有完整的序

列。［10］第四，城墙墙体大多经过增筑或补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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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后期又从内外两侧堆土加筑，因而使墙体越来

越宽（图二）。［11］第五，城址形状从圆形到多

边形到长方形，逐步走向规范。第六，古城面积

开始一般比较小，多为几万平方米，逐渐增大，

后期出现一百多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城址。第

七，古城址群主要密集均匀分布在山前的江汉平

原和洞庭湖平原西部，城址之间一般相距几十千

米，同期多为一座大城和多座小城，组成具有等

级差别的一群。第八，从社会形态看，它们已经

处于城邦林立的古国阶段中后期，开始进入国家

文明的萌芽阶段。［12］

其中的城头山古城，兴建于6000年前的大溪

文化早期，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座城。废弃

于石家河文化晚期，连续使用了约2000年。城址

呈圆形，面积8万平方米，墙高5～6米，护城河

宽35～50米，城中发现了约6000年左右的大型祭

图一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分布图

□重要遗址  ■无正式剖面城址 ○大溪始建的城址 屈
家岭始建的城址●石家河始建的城址
1. 阴湘城　2. 马家院　3. 城河　4. 屈家岭　5. 石家河　
6. 龙嘴　7. 笑城　8. 陶家湖　9. 门板湾　10. 叶家庙　
11. 张西湾　12. 鸡鸣城　13. 青河　14. 走马岭　15. 鸡
叫城　16. 城头山

（采自《四川文物》2017 年第 4 期）

图二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城墙剖面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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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和水稻田，还有一个筑城奠基时的人祭坑（图

三∶1）。［13］

荆州阴湘城古城，圆形，面积20万平方米，

使用年代经过了屈家岭文化早中期，石家河文化

和商周时期。城墙墙心横断面为梯形，高7米，用

堆筑方法筑成斜坡状，顶宽6.5米，底宽约30米。

城内侧有护坡，城外有护城河（图三∶2）。［14］

荆门马家院古城，保存情况最好，最为典

型。它始建于屈家岭中期，平面呈长方梯形，

面积24万平方米。东城墙长640、西城墙长740、

南城墙长440米，北城墙为弧形。西城墙的墙

底宽35、上宽8、高4～6米。护城河宽30～50、

深4～6米，西面为天然的“东港河”，另三面

是人工修建。有一河道从西北方的水门流入，

从东南角的水门流出，再与古河道相连通（图

三∶3）。［15］

图三　长江流域古城址平面图

1．城头山古城　2. 阴湘古城　3. 马家院古城　4. 石家河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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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石家河古城，位于两河汇合处三角地

带上，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古城之一，面积达120

万平方米。其中石家河早期的遗存占古城的三分

之二，是该城的繁荣时期。晚期快速衰落，距今

4000年左右被彻底废弃，前后共存在了600～700

年。城址呈圆角方形，城墙用堆筑方法筑成斜坡

状，城墙顶宽6～8、底宽约50、高5～6米。护城

河周长4800米，宽60～80米。城内外均有护坡，

至少经过了两次补筑。大城城圈内有几个大遗址

相互相连，其中最大最中心的谭家岭遗址，面积

为12万平方米，经历了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几

个时期，说明这里很早开始就是个中心聚落，

并以它为基础和核心，发展成为石家河古城（图

三∶4）。［16］城内西北部的邓家湾遗址6万平方

米，发现几座近圆形或方形的台基，用刻划符号

篮纹缸镶边，应是祭坛。台基之间有不规则形土

坑，出土了数千陶塑动物像和人像，有可能是祭

祀坑，它们与墓地密切相关，形成一整套祭祀建

筑遗迹。南城墙内为三房湾遗址，有三个土台，

北台有较大的房屋建筑，东台出土有数万小红

陶杯，可能与第二次大规模筑城后的祀典活动有

关。古城之外附属有20多个遗址，包括有玉石和

陶器作坊，东南方的罗家柏岭和肖家屋脊遗址，

还发现有铜原料和青铜制品。可以说石家河大城

“是石家河文化早期创造的伟绩”。［17］

上述这些特征，在成都平原上新发现的宝墩

文化古城址群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明确表现，又有

一定的变化和发展，说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密

切的渊源关系。

从1995年起，在成都平原的西南部逐渐发

现发掘了8座史前古城遗址（图四），［18］年代

在距今4600～3700年前，始建年代可分为两组，早

期的一组分布在岷江干流（即外江）的西岸的山

前平原上，包括宝墩（图五∶1、图七∶1）、［19］ 

高山（图五∶2、图七∶2）、 ［20］芒城（图

五∶3、图七∶3）、［21］和紫竹古城［22］等；

晚期的一组分布在岷江干流以东，即内江的平

原上，包括鱼凫城、［23］郫县古城（图六、图

七∶4）［24］等。它们与长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

有非常相似的特征，首先，它们都是采用堆筑城

墙的方法，墙体采用堆土后拍打而成的。其次，

城墙墙体大多经过增筑或补筑，即后期又从内外

侧堆土加筑，因而墙体越加越宽，越加越高。第

三，城址形状主要为长方形，有个别多边形，

图四　宝墩文化古城址群分布图

从单体和总体布局到筑城

技术，都更加成熟化规范

化。第四，古城面积逐渐

增大，多为10～40万平方

米，并在前期就开始出现

了大型中心城址——宝墩

古城，它始建时的长方形

内城就有60万平方米，城

内有几组高等级建筑群，

后来加筑的外城，面积为

274万平方米，外城内分

布了20多个遗址，与石家

河古城的情况非常相近。

第五，宝墩古城雄居各城

之上，与同时期的数座小

城，也形成的“一大带多

小”的等级格局。第六，



068

古
蜀
文
明

2021 年第 1 期    总第 215 期  

古城址群也是主要密集均匀分布在山前平原的西

部，城址间一般相距几十千米，带有主观规划性，

形成一组的完整的古城址群。第七，宝墩古城址

群的始建时代要晚于长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大

约开始于屈家岭文化末期到石家河文化初期（距

今约4500年），沿续发展到距今3700年左右，社

会形态也已经处于城邦林立的古国末期阶段。

以上情况说明，宝墩古城址群从一开始就有

明确的选址标准与布局规划，和成熟的城墙建筑

技术。这些规划和技术，都与长江中游古城址群

极其相似。目前这类“堆筑城墙”的古城址群，

又只发现在长江中游和成都平原两处，两者应

属于一个相关的文化类型。而长江中游古城的年

代普遍要早于宝墩古城，它们之间可能有一定的

承继关系，成都平原上的这些古城址的技术和文

化，很可能就是从长江中游古城直接传入的。后

文我们准备再从考古学文化和古史记载的双重角

度，深入探讨宝墩古城址群从长江中游传入的时

代与动因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二　稻作农业亦主要是从长江中下游传入 

成都平原的　　　　　　　　　

宝墩文化从始至终都有很成熟的稻作经济，

这种经济形态同样可能是来自于长江中游新石器

时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始终处于中国稻作农
图五　宝墩文化早期始建城址

1. 宝墩古城　2. 高山古城　3. 芒城

图六　郫县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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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史上的‘核心’位置”，“早在1988年，

湖南澧县彭头山在我国第一次发现9000年以前的

稻作遗存，长江中游地区在我国稻作农业起源和

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首次得到学术界的肯定”，

长江中游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的分布，南到道县玉

蟾岩，北到河南贾湖，中心在两湖和江西，这是

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原始稻作农业

发展史上最光彩辉煌的一页”。［25］

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的发展，经过了四个主要

阶段：

一，萌芽期，12000年前，有三个特征：处

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居住

地中发现野生稻谷；发现了最早的炊具。

二，起源期，有四个特征：处于12000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了栽培稻痕迹；产生了

制陶业，以炊煮为主；定居聚落形成，以江西万

年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为典型代表。

三，兴盛期，亦有四个特征：产生了生产性

经济，在8000年前的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了2

万余粒稻谷稻米；出现了家畜饲养；水稻品种系

原始古稻；耕作方式由“刀耕火种”演变为“耜

种”。

四，发达期，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前。

“距今6000年以后……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也从

此走上了一条做强做大的道路，9座城址相继拔地

而起；与此同时，稻作农业 ……平添了几分稳重

和成熟。……从而显示出它在中国稻作农业中的

核心地位和作用。始终也没有改变过。” ［26］

这时长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又跃上一个新台

阶，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发达的新阶段。

它也具有四个突出特征：稻作经济占据主导地

位；家畜饲养与经济作物并驾齐驱；农具以石器

为主，耕作方式由“锄耕”再到“犁耕”；原始

古稻不断倾粳化。［27］

这时的稻作农业发展以滨湖平原为中心，

代表性文化在长江中游两湖地区的汤家港文化

（距今6800年至6300年）、大溪文化（距今6300

年至53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300年至4600

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年至4000年）等。

这些考古学文化，特别是屈家岭文化到石家

河文化阶段，正与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

产生时间大体同时，它们很可能就是宝墩文化开

始时期就出现成熟的稻作文化的直接原因。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

器时代文化，是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的什邡“桂

圆桥文化”。在“桂圆桥文化”一期阶段（距今

约5000至4800年），农业经济仍然是以“粟作”

为主，“桂圆桥一期H43浮选的粮食作物中，黍

的数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另有少量的苋科和粟，

未发现有水稻”。［28］加之“桂圆桥文化”一期

阶段器物的特征，都表明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

文化最初主要是从西北山区的“营盘山文化”等

发展而来的。“桂圆桥文化”二、三期，即“三

星堆一期文化”的早期阶段（距今约4800～4500

年前后），开始有了一些水稻出现，很可能是从

长江中游地区零星传入的。“到了距今4500年前

后的宝墩文化初期，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

入成都平原，这时他们开始在适于种植水稻的环

境里小规模种植水稻。随着对成都平原多水环境

的适应，人口逐渐增多，需要不断拓展新的生存

空间，于是人群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带转移。到了

宝墩文化中晚期，成都的腹心地带出现了大量密

集的聚落”。［29］这种成都平原成熟的稻作文化

来自于长江中游的看法，基本上己经成为学界的

共识。

三　江汉平原史前文化进入四川盆地的 

动因和意义推测　　　　　　

长江中游一个以掌握了堆筑城墙技术和成

熟的稻作农业为显著特征的人群，在距今4500年

前后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到达成都平原西南部，

并与当地已有的文化快速融合，发展成为繁荣昌

盛数百年的“宝墩文化”，除了正常情况下的各

地文化交流之外，其中很可能还有其特定的历史

和社会原因。我认为这个动因，很有可能与中国

古代文献中反复记载的“尧舜禹时代”多次征伐

“三苗”，并曾“迁三苗于三危”的历史事件有

关，这里试着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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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徐旭生的研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

代”主要有“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

团，［30］ “他的这一远见卓识，深为广大研究者

所信服”，［31］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其中“苗

蛮”集团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又常

被称为“三苗”。目前考古学界大多认为屈家岭

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阶段，可能就是“苗蛮”集团

的古文化遗存。［32］

古史传说中三苗与中原的大冲突至少发生

过两次。第一次在尧舜之际，《史记·五帝本

记》综合其情况为：“三苗在江、淮、荆州，数

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

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

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

而天下咸服。”［33］过去史家多认为“迁三苗于

三危”是到了大西北地区，但除了敦煌附近有

座“三危山”之外，尚无实据可证。何介钧认为

“‘窜三苗于三危’，在实际上则更是毫无踪迹可

循”。［34］俞伟超曾提出“迁三苗于三危”的“三

苗”可能是跑到了“三星堆文化”之中了，［35］

但“三星堆文化”的存在时间可能略晚了些。

我认为尧舜之际的第一次大规模征伐“三

苗”，并“迁三苗于三危”，很可能是发生在

距今45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转变时

期。“三苗”中的一支，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从

长江中游迅速到达了成都平原的西南部，以其

堆筑城墙的古城址群和成熟的稻作农业为主要特

征，建立起了史前古城址群，并与当地原有文化

快速融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宝墩文

化”。

但这次尧连放“四凶”之举，并未将三苗

真正征服，所以才有后来“石家河文化”的强

势崛起。距今4000年前后，发生了第二次大征

伐，“以后则由帝舜集团中的大禹对三苗发动了

另一次更严重的打击……‘苗师大乱，后乃遂

几’”。［36］二里头文化推进到了长江岸边，当

地的原有文化猛然中断。何介钧认为：“它（长

江中游的史前文化）的消失同样主要是社会历

史的原因，即历史上曾经多次记载的苗蛮与华夏

集团在舜和禹时期的大规模冲突与战争，结果是

苗蛮败北，遭遇到城摧庙毁的悲惨结局。”“因

此，史前时期的长江中游，社会形态只走了从氏

族到简单酋邦、再到复杂酋邦这两大步。临到最

后一步，即由复杂酋邦到早期国家社会，长江中

游地区却无缘参与演绎这一意义无比的人类历史

的话剧了”。［37］

如果说长江中游的古文化大举进入四川是

因为尧舜第一次大举攻伐苗蛮，并“迁三苗于三

危”的结果，还只是对古史传说故事的一种初步

推测，那么这次入川行动则使四川盆地正式进入

到“龙山文化圈”之中，为中国“九州”中“梁

州”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从而进一步加入到

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进程之中。并且可能是

被近年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初步证明了的重要文

化现象。

中国史前文化在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了“龙

山文化形成期”，不迟于距今4500年最终进入

“龙山时代”。其社会发展大体同步，从而形成

了一个松散的龙山文化群体，或称龙山文化圈。

《禹贡》载于儒家经典《尚书》，就曾定

为夏书。近代学者提出了异议，顾颉刚在《禹贡

新解》一书中说，《禹贡》一书“作者的地理

知识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七国所能达到的疆

域”。［38］邵望平认为，顾氏的论证固然有其依

据和道理，但他“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却始

终未突破传统的观念。原因当然有多种，重要的

方面在于50年代时，考古学尚未取得足够的资料

去打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单元论的传统。时至

今日，考古学的丰硕成果己为中华史前文化发展

道路、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打下了全新的坚实的

基础”。邵望平根据考古资料，经过深入研究

之后提出：“黄河、长江流域龙山时代是文明奠

基期，而龙山文化圈恰恰与《禹贡》九州的范围

大体相当”。文中对“九州”与“龙山时代”各

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做了详细的比较研究后认为：

“总的看来，说《禹贡》‘九州’是黄河、长江

流域公元前3000年间已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

当不致十分谬误。”［39］我认为邵望平的看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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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道理，反映了当前考古学新成果对中国古

史的一种新的诠释，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九州”中“梁州”的地界，《禹贡》

云：“华阳、黑水唯梁州”。顾颉刚在《禹贡新

解》中说：“梁州北以秦岭为界，东至华山，西界

无可考，南限于长江，即今四川盆地地区”。［40］

邵望平认为：“四川盆地在公元前2000年前也是

一个独立的历史文化区。但能否归入龙山文化圈

之内，尚难做结论”，同时又说“它与‘早期巴

蜀文化’分布区域大体相合”。［41］

经过近30多年来的考古工作，四川地区的考

古学文化面貌已经初步廓清，其中成都平原上距

今4500～3700年的“宝墩文化”，就是一个突出

的代表。无论是成熟的堆筑城墙技术和发达的稻

作农业，还是各种器物特征和古城址群的社会形

态，都证明它已经正式进入了“龙山时代”，其

社会发展也大体同步，成为了龙山文化群体或称

龙山文化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证明了《禹

贡》所记述的“梁州”，在“宝墩文化”时期就

已经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苏秉琦早在1987年就把

“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共同划

成为一个单独的“区系类型”，称它是中国史前

文化“六大文化区系”之一。［42］1995年后宝墩

文化古城址群的发现，表明“宝墩文化”与长江

中游古城址群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进一步证明了

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从堆筑城墙等大量

特征看，两湖和宝墩古城址之间有那么多相似之

处，这种类型又只发现这两组，其动因和路径也

有迹可循，两者必然有密切的关系，苏秉琦把它

们划为一个区系类型，应该是有道理的。由此可

以看出，宝墩文化时期已经为《禹贡》“梁州”

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说明从龙山时代开始，

四川地区进一步融入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

总体进程之中，对我们认识巴蜀地区在中国古代

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四　“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 

的关系　　　　　　　　　　

最后我准备再简要地谈一下“三星堆一期

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20世纪

八九十年代就出现了的老问题，也是至今还未能

得到很好解决的新问题。我在近年的文章中己经

谈了一些想法，［43］这里再从宝墩文化的一些主

要形态与特征可能来自于长江中游的角度，扼要

谈点意见，和大家一起探讨。

先回顾一下问题的产生过程。1980年三星堆

遗址开始连续发掘后，领队王有鹏等根据前两次

发掘资料撰写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

中，正式提出了“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并把它

分为四期。［44］此后的《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

告［45］和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46］都采用了

这个说法，并进一步明确了各期的年代和内涵。

1987年召开的“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

会”期间，有的学者提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是新

石器时代文化，不应该与青铜时代遗存命名为同

一个考古学文化。根据这个意见，1987年我曾首

次提出：“至于以三星堆下层所代表的新石器时

代晚期所谓的‘早期巴蜀文化’，应该用首次发

掘的典型遗址将它单独命名，称为‘三星堆一期

文化’。”［47］1993年孙华将“三星堆文化”界

定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之内，第四期则

另命名为“十二桥文化”，［48］“三星堆一期文

化”也开始被较多人采用。1995年后宝墩遗址等

相继发掘，由于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

大体相同，内涵又比较单纯，就单独命名了“宝

墩文化”，并被广泛接受。我常将两个名称并列

在一起使用，但总感觉两者仍然有一定的差异。

近年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发掘资料的整理成果加强

了这种印象，因此也提出来一些新的认识。［49］ 

最近雷雨发表的《关于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几点认

识》一文，明确指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

存，上承桂圆桥文化，下启三星堆文化，以本地

文化因素为主的陶器群最具特色”，“三星堆应

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最大

的一处典型遗址”，“将这一时期成都平原具有

这类考古学文化面貌的遗存命名为‘三星堆一期

文化’较之‘宝墩文化’当更为合情合理”。［50］

这里我再就此问题谈点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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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认为聚落形态的差异，是这两个文

化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如前所述，宝墩文化聚落

形态的最大特点，是兴建了一大批古城址，而这

种成熟的堆筑城墙技术和古城址群布局的经验，

都来自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处在成都平原北

部的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各个遗存，都没有修筑城

墙，更没有出现古城址群，而是采用沿河而居或

在两河流域长期定居的聚落方式，表明它们各自

有其传统的社会习俗和聚落形态。

至于三星堆古城址，现有城墙是在二、三

期的“三星堆文化”阶段逐步建成的，与长江中

游及宝墩的古城址时间比，又晚了六七百年。虽

然它采用了堆筑城墙技术，但已经有了较大的变

化，如在东西城墙墙芯顶部，出现了土坯建筑

等。它可能是在吸纳了宝墩文化的筑城技术之

后，根据需要，由小城到大城逐步建成的。三星

堆现存城墙之下没有“一期”的城墙，而三星堆

遗址的其他地方再发现“一期”城墙的可能性也

很小。从现有资料分析研究，三星堆古城应该是

夏商时期兴建的三星堆古国的都城。正如陈德安

所言：“三星堆城址的出现，一改过去的传统结

构，由单环或重环转变为分隔式结构，体现了这

图八　“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分布图及进入成都平原路线图

的连续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这支文化序列是一脉

相承地发展过来的（图八）。

第三，三星堆一期文化比宝墩文化的时间

略早，并通过桂圆桥文化与西北山区更早的文化

衔接起来，而不是像宝墩文化那样是在距今4500

年左右突然出现快速发展起来的。虽然测定的个

别年代可能会有所差错，但整个“三星堆一期文

化”及其与上下期文化的年代关系和发展序列，

则是连续的和稳定的。

第四，我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关键原因，可

能是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主人有所不同。

当时四川盆地也正处于城邦林立的古国阶段，最

初可能尚未产生统一的政权。后来在成都平原的

南北两地，逐步形成了三星堆与宝墩两个大型中

心聚落，两者可能分属于两个不同族群。我们认

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的“三星堆一期文化”时

期的主人，很有可能是蜀史传说中的“蚕丛氏蜀

王”，并且在数百年后，在三星堆遗址上直接传

承给了“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鱼凫氏蜀王”；

而“三星堆文化”的主人“鱼凫氏蜀王”，则把

“蚕丛氏蜀王”尊为他们的直系祖先。［53］至于

“宝墩文化”，从地域、特征、来源、聚落形态

一时期城内区域分工明

确化和复杂化，具有划

时代意义”。［51］

第 二 ， 这 些 差 异

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各

自最初的来源和发展脉

络有所不同。“三星堆

遗址第一期遗存，上承

桂圆桥文化，下启三星

堆文化，以本地文化因

素 为 主 的 陶 器 群 最 具

特色”，［52］说明它们

一直保持着从西北山区

带来的本地文化因素，

虽然与各方文化有所交

融，但从桂圆桥、箭台

村、直到三星堆诸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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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因素看，它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

另一代蜀王——“柏灌氏蜀王”。它们曾与“蚕

丛氏蜀王”并存过一段时间，后期则被逐步融入

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鱼凫氏蜀国”之中

（表一）。这个问题本文只是提出一个初步设

想，还需要做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与论证。

表一　“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对比表

三星堆一期文化 宝墩文化

距今年代 4800～4000年前 4500～3700年前

分布地域 平原北部 平原西南及中部

最初来源 西部山区 长江中游

聚落形态 两河聚落 修墙筑城

农业作物 初为粟作 带来稻作

器物特征 大体相似 有所差异

核心遗址 三星堆遗址 宝墩古城

中心面积 500万平米 274万平米

社会性质 处于酋邦林立的古国阶段，逐步形成了三星堆与宝墩两个大型中心聚落（都邑）

发展去向 在三星堆遗址直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 各城址后来逐步汇入到了“三星堆文化”之中

主人推测 蚕丛氏蜀王 柏灌氏蜀王

有学者认为考古不宜与古史传说相联系，

但我从在四川开始考古工作之时，就在老同志

帮助下，树立起了以考古资料和方法探索蜀史

的信念，认为这是考古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也较

早开始做了一些尝试。［54］经过大家数十年的共

同努力，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发掘和反复的研究

论证，采取从后向前推衍探寻的方法，蜀史传

说中“五代蜀王”的后面三代（开明、杜宇、

鱼凫）所属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已经初步得到

证实。目前学界基本上认同：在公元前316年秦

灭巴蜀之前，以船棺葬和“圜底罐器物群”为代

表的“晚期巴蜀文化”（距今约2600年至公元前

316年），可能是“开明氏蜀国”时期的文化遗

存；以金沙等遗址和“尖底罐器物群”为代表

的“十二桥文化”（距今约3200～2600年），可

能是“杜宇氏蜀国”时期的文化遗存；以三星堆

古城和“小平底罐器物群”为代表的“三星堆文

化”（距今约4000～3200年），可能是“鱼凫氏

蜀国”时期的文化遗存。［55］只是对各代蜀王所

属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年代和内涵的认识上，还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本文进一步提出了“蚕丛

氏蜀国”与“柏灌氏蜀国”时期所属的考古学文

化遗存问题，希望与同仁们一起继续进行探索。

注释：

［1］刘俊男、李春燕：《宝墩文化来源研究》，《中华

文化论坛》2019年第2期。

［2］江章华、何锟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朱家可、阙显凤主编：《三星堆研究》第5辑《三

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

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33

页，巴蜀书社， 2019年。

［3］何锟宇、唐淼：《宝墩文化聚落形态研究》，《中

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

［4］同［3］。

［5］赵辉：《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北

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

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第32页，文物

出版社，2002年。

［6］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

化》，第42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7］万娇：《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城墙比较研究》，

《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

［8］彭小军：《特色鲜明的屈家岭文化》，《人民日

报》2020年3月21日第5版。

［9］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

化》，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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